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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以美欧理论为主导,近年来日益

体现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和

大理论匮乏、研究视域单一等特点。同时,非西方学界的理论研究日益受到

重视,中国学界也一直在努力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

发展与创新而言,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是影

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外交主动性、塑造性日益增强,这些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提

供了时代机遇和经验基础。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系统研究当前

国际关系整体演变态势对理论创新的影响,更好地总结和凝练中国外交传

统与实践,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

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努力不

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实践,也可以使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内容和视

角更加丰富,真正反映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外交实践 中国外交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中国

文化

【作者简介】 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

专家。

电子邮箱:sjs@cfau.edu.cn

近年来,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学术界都经常强调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

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在这些方面,中国还面临一些学术赤字,需要加

强理论创新,努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与此同时,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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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益增强,国际秩序转

型、国际体系变革、全球治理失灵等成为政界和学界热议的话题。纵观国际

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国际关系本身的变化经常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演进

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当前国际关系正在经历的变化是否会催生一些新

的理论? 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实践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

基础,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具有自己长期坚持的原则和

理念,具有自己的实践传统和特色,这些特点也在影响国际关系演进的过程

和结果。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

重要变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塑造力量,中国外交具备了更多体现主动性

和塑造性的客观条件,在主观方面强调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彰显中国

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外交理念与实践不断创新。那么,中国外交实践

所体现出的这些新变化是否会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带来启示? 中国需要沿

着哪些路径进行理论创新? 基于以上思考和观察,本文在系统研究现有国

际关系理论发展整体态势的基础上,观察当前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实践的

主要变化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影响,以期从中国视角出发对国

际关系理论进行创新思考。

一、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整体态势

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发展同任何学科一样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而

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组成部分是对诸多国际关系现象的理论

概括。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主要受学科内部辩论、国际关系变化、外交实践以

及其他学科的影响。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学科内部辩论是

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思想、理论、视角、方法等

会形成不同的流派,对国际关系提供不同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学者之间也

会相互影响,在一定时期形成特定的主导性学术话语与研究实践,影响理论

和研究偏好,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些研究范式的转变也会

带来研究视角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由于国际关系理论最终是为了描

述、解释国际关系的诸多现象,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因此,国际关系本身的

变化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也为理论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是理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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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原材料。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一些临界学科也会对国际关系理论发

展产生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不断借鉴其他

学科的过程,在借鉴过程中不断拓展学科边界。① 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

发展在以上几个方面呈现出一些整体特点和态势,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创

新提供了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当前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力不足,存在诸多

理论缺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性和主导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的事实

日益受到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即国际关系本身一直在发展、变

化,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和预测某些发展和变化实属正常。有时一些新

变化会超出现有理论的解释范围对学者们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探寻新答案

的过程也是理论思考和创新的过程。很多时候研究者需要在本体论、认识

论等方面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对新变化进行描述,对新实践进行总结,提出

新概念、新视角来深化理解。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主流国际关系

理论,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未能预测冷战结束和苏联解

体,暴露出主流理论的缺陷,也引发了反思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论战,即

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第四次辩论。② 论战过程表明,冷战结束不仅仅是两极权

力博弈的终结,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需要探讨,如身份、认知、情感、话语等,很

多新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世界大变局加速向纵深发展,各种新

问题层出不穷,西方理论主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已经无法从学理上回

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③这一时代之问。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很多现象和问题超出了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描述和预测,需要更多体系层

次的思考。例如,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世界稳定,以

①

②

③

孙吉胜、何伟:《跨学科借鉴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载《国际关系研

究》,2019年第4期,第49—66页。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四次辩论,可详见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
蒂芬·克拉斯纳著,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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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

版社2017年版,第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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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出

现偏差。① 美欧等西方国家一直以西方自由主义原则来主导国际秩序,将与

其不同的理念、价值和行为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把中国、俄罗斯等非西

方国家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内部日益分化,反全球

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迭起,出现了许多诸如特朗普“退群”这样的

行为。在传统地缘竞争继续涌现的情况下,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文化等因

素的作用更加凸显,整个世界面临分裂、分化的风险。

原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聚焦于体系层面,主要关注大国间的物

质实力分配、大国主导下的霸权制度,在关注社会文化领域时也多聚焦于大

国,而很少关注发展中国家及中小国家的作用及问题。近年来,随着以中国

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包容性、

开放性等方面日益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暴露出诸多理论缺失。原有的

以权力、制度、文化为核心概念,以二元对立为逻辑起点,以大国为主要理论

关切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已经难以解释国际关系多元多变、互动互通、

相互依存的现实,也无法为各国更好地追求和平与合作以及世界未来发展

指明方向和引领价值。

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发展动力不足,思想性理论和大理论、元

理论匮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内容和方法不够多元。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年呈现出一些固化趋势,有些固化偏好影响理论创新,

没有及时跟上当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例如,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更加偏重

实证主义,越来越把重心放在单纯的理论验证上,理论研究越来越偏重精致

的方法,如单纯强调量化研究及在研究中大量使用数据、模型等,有时甚至

出现了重方法胜过重理论的现象。而就好的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思想和

理论内容本身,内容先于方法。有学者专门指出,学者们过于重视假设验

证,而在创造和完善理论以及用理论来引导经验研究等方面努力不足。② 这

①

②

达巍:《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

1期,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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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偏好也导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很少涉足批判理论、理解主义、诠释主义等

路径的研究,也不认同反思主义路径,人为忽略了国际关系中很多人文和社

会的内容,对于国家本身特质的影响重视不足。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则

经常强调反思性内容,但不能及时处理好理论解构与建构的关系,有时破得

多、立得少。非西方国家由于一些研究标准差异,加上出版语言、平台等限

制,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有限。从整体看,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看似更加专

业、精致,但实际上知识、思想增长缓慢。

另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性创新不足,理论发展整体向中观、

微观回落。①
 

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看,每次大的理论论战都会带来一

个新的理论发展高潮,一个大理论出现后会催生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议程,

会带动理论研究。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结构现实主

义后,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第三次论战催生了一系列理论探讨,对国

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体系理论的细化产生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近

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界鲜有大的理论辩论。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理论在

第三次和第四次论战后就进入了“冬眠期”“和平期”。② 第四次论战后,国

际关系理论界再也没有发展出类似结构现实主义这样的大理论,理论发展

呈现动力不足甚至停滞态势,广受学界关注。2013年《欧洲国际关系研

究》期刊专门出版“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特刊,对大理论匮乏、研究方法

单一、解决问题的理论缺乏、未来理论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等问题进行了

探讨。③

第三,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诸多现象需要理论反思。国际关系本身

的变化和新问题为理论发展提供了原材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的

重要基础,反过来新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研究、解释、理解甚至是改变国际关

系的实践。④ 对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些与原有理论相悖的情况进行理论思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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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本身也是理论创新的过程。例如,中美关系的变化近年来备受关注,很多

学者用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关系来审视中美关系。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在特朗

普执政期间不断“退群”,修正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在某些领域要“另起炉

灶”;而中国被视为崛起国,却在努力维护国际秩序,坚定地支持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公约、条约,坚持多边主义,维护

自由贸易。这一事实与西方理论所描述的恰恰相反,需要重新思考权力转

移、霸权稳定等理论的解释力。此类原有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

为人们思考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问题。① 再如,欧盟一体化近

年来遭遇诸多挫折,尤其是英国“脱欧”使其受到重创,让人们对基于强制度

的欧盟一体化未来如何发展产生了疑问。而近年来东亚一体化进程尽管与

欧盟不同,但经过积累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理论研究相

对不足。面对众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各国协调合作不顺,全球治理体系陷

入失灵和失效的困境,未来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成为

全球治理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需要从理论层面重新探讨个体理性和集体

理性的关系,需要更加重视应对方式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从国际关系理论

的角度如何理解当今世界的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从理论层面讲,哪

些是新的,哪些是原有的? 很多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更加有效的理

论来提供指导。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前迫切需要发展可以解决问题的理

论,需要与真实的世界问题直接关联。②

第四,非西方国家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努力凝练特色理论

和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日益引起学界关注,但理论的影响力有限。长

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中心—边缘”“主流—非主流”“西方—非

西方”“西方—其他”“西方—东方”的两分法,西方历史、西方思想、西方实

践、西方领导一直被赋予普适性地位,而非西方的内容经常被边缘化,国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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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理论西方中心主义根深蒂固。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所有

关于文化现实的知识都是从特定角度构建的知识。② 不同国家在与外界互

动过程中遵循自己的传统理念和政策传统,会形成自己的理论偏好和理论

叙事,在知识生产方面也同样如此。近年来,很多学者意识到美欧国际关系

理论的局限性,尤其是不赞同赋予这些理论普遍意义,用其解释所有的国际

关系。基于这些现实,2005年以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为代

表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讨论“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③ 2014年,

阿查亚提出需要发展“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把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与

知识纳入原来以西方内容为主导的理论体系,呼吁关注非西方经验、概念和

理论,实现理论的多元化争鸣,发展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④ 这些呼吁也激

励和肯定了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反思和理论建构的努力,得到了很多学者的

认可。例如,有学者指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总是基于西方认识论,要

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世界。⑤ 一些批判理论学者也主张在不同视角、不同文

化、不同地域之间展开国际关系研究和对话,要关注东、南、西、北,以构建

“国际关系的世界理论”(worlding
 

IR
 

theory),把发展全球国际关系付诸实

践。劳特利奇出版社专门出版“构建西方之外的世界从书”,已出版的26部

①

②

③

④

⑤

阿米塔夫·阿查亚、董贺:《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

是否兼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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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8,
 

No.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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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2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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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实践来重新审视国际关系。也有

学者强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与区域国别研究进行更好的融合,更好地

促进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生产。①

非西方国家近年来在这些方面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中国学者在发展国

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一个典型例

子。② 与此同时,目前学界的很多研究还是以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理论为主,

研究视野相对单一。非西方国家在理论创新方面很难在国际层面引发学理

辩论和普遍关注。为此,有学者指出,继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发展,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接受和回应非西方视角,研究其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关

注其理论影响。这种研究视域的拓展有助于产生新的理论增长点。
 

第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研究边界不断扩展。一个

学科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学科内部的发展实践,也依赖于与其他学科的知识

关系与知识差异。③ 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益于其他学科,借

鉴其他学科的核心概念、理论视角和相关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理论,生产新的

知识。④ 从结构现实主义借鉴经济学,建构主义借鉴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借

鉴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再到借鉴心理学、文学和21世纪新出现的美学等,

跨学科借鉴不仅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国际关

系的认识和理解,
 

拓宽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视域。2020年《欧洲国际

关系研究》25周年专刊专门以国际关系理论跨学科研究为题,对跨学科研

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认为跨学科研究有助于人们看到原来未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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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82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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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p.175.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跨学科发展,可参见孙吉胜、何伟:《跨学科借鉴与国际关

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载《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4期,第49—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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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到的内容,使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研究视域更加宽广,未来可以更好地

从跨学科角度来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创新。① 当然,国际关系在向

其他学科借鉴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提出自己的理论内核,思考学科边界等

问题。
 

二、
 

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变化与国际关系理论思考

国际关系本身的演进既是各国力量对比和互动的结果,也是世界整体

发展变化的体现。这些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现实基础,人们对世

界的变化进行思考的过程会不断推动理论发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与世纪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从大国物质实力对比到各种理念思

潮的碰撞,再到科技变革,都使当今世界与二战后的世界大不相同,也为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新问题。

一是针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是当今世界的

一个重要变量,对于其崛起和快速发展及对国际关系本身以及国际关系理

论产生的影响需要给予更多关注,需要凝练和升华相关理论。② 有学者指

出,中国崛起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互联系,但是人们对后者的关注不

足。③ 有学者强调,中国崛起是一个产生理论的事件。④ 但是,长期以来,有

关中国崛起的研究一直被置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内,无论是对权力、利

益、制度、身份等概念的界定,还是对大国竞争、国际合作等多边和双边关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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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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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671-690;
 

Pan
 

Chenxi
 

and
 

Emilian
 

Kavalski,
  

“Theorizing
 

Chinas
 

Rise
 

in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8,
  

No.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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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发展,都是基于西方概念、西方经验、西方叙事展开的;再加上意识形

态、政治制度等因素,中国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被视为一个“他者”,

导致很多现象和内容解释不通,也导致对中国的认知产生偏差,在相关问题

的论辩过程中时常陷入西方概念的陷阱。实际上,针对中国崛起还需要进

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天下观和秩序观,对国际关

系有自己的认识,对外交往和处事之道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因此,针对中

国崛起可以进行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思考,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

展也非常有益。有学者指出:“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可能发展的中

国学派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挑战,会进一步使理论建

构多样化和地方化。”①除了对中国崛起本身的研究,相比于历史上西方大国

的崛起,中国崛起有哪些异同?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与世界互动,如何践

行自己的外交理念,如何以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 这些问

题都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

二是针对全球性问题及全球治理的理论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

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日益成为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

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

领域都有所体现,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金融风险、难民移民、网

络安全、跨国犯罪等方面的治理压力有增无减,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如果把当今世界与二战后的世界进行对比,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

全球治理。但是,二战后形成的西方主导的自由秩序显然已无法支撑21世

纪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全球治理体系不时失灵、失效。例如,2020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方面暴露出诸

多问题。气候变化被认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气候系统发生不可逆转变化

的临界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气候变

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产生严

重和日益增长的威胁,一些影响将不可逆转,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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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3.



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37   

续面临威胁。① 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至今仍在影响一些国家,国际金融、

贸易领域面临不同程度的难题,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由于个别国家阻挠

新法官遴选程序于2019年首次陷入“停摆”,多边贸易体制遭受最沉重打击。

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问题,不

仅影响人类安全,甚至关乎人类未来生存。如何协调全球力量应对全球性

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如何平衡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如何思考全球

治理背景下的国际合作理论与大国协调机制?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重新思考

国际合作理论,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更多理论性的方向指导。
 

三是针对科技变革需要的理论思考。国际关系中一些大的技术变革往

往会催生新的理论思考,引导人们探究过去不曾涉及的理论议题。例如,20
世纪40年代,核武器的发明使人们重新思考战略性问题,重新思考战争,威

慑理论等新理论随之产生。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步入

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些变化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空间等多方面的认知,国际

关系中的很多传统概念和理论需要重新思考和完善。例如,网络空间的产

生需要人们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的边界和国际关系中的很多核心概念。除了

硬实力、软实力,如何衡量虚拟权力? 如何看待网络安全和网络战争? 元宇

宙、网络和算力技术、人工智能、显示技术、区块链等成为新的关注点。科技

进步在为人类带来无限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新问题。人工智能时代

预示着人类事务的一场革命和划时代转型,需要人类做好相应准备。基辛

格等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崛

起,人类将不得不面对从哲学到军事上的诸多挑战。② 科技变革也在改变战

争模式,从传统的热战向多模态的混合战转变,如果科技变革改写了战争方

式,那就需要人类重新思考相关的行为规范,对道德、安全、战争等的认识都需

要更新和完善。此外,科技进步使媒体信息所依赖的媒体生态不断更新,除了

国家外,个体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可以自主生产、传播和塑造信息,信息竞争与

叙事竞争成为各国需要关注的新领域,观念和话语的影响比过去更为广泛。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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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针对疫情的理论思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成为近年来政治影响

广、延续时间长的一个全球性事件。很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为人

们思考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提供了机会。① 尽管病毒一直伴随人类的发展

过程,但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在人类日益联系成为一个共同体的

背景下出现的,和以往的公共卫生挑战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如何阻止

它在全球范围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过去人类所不曾面对的。在此情

况下,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来管理人的流动? 如何更新原来的治理理念,完

善原来的治理模式? 从理论层面讲,哪些是新的? 哪些是原有理论所能涵

盖的? 就国际合作而言,如何平衡和协调国家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利益和行

动? 鉴于本次疫情所暴露的全球团结缺失、初期多国和国际组织应对不足、

信息误导、排外情绪上升、对科学缺乏信任等问题②,如何应对人类未来可能

的灾难? 在自由主义视域下,如何来平衡个人自由和集体责任? 如何重新

认识边界、边界化和社会流动? 在抗疫过程中,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态势增

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安全化理论。而按照后结构主义理论,人们选择什么

样的话语会直接影响认知,不仅框定了对本次疫情的理解,也决定了最后沉

淀的知识以及相关政策。在网络和数字时代,面对众多的信息发布者和生

产者,面对海量信息,如何来理解叙事竞争、认知混乱和后真相时代的信息

传播及其对政策的影响? 如何来理解知觉与错误知觉? 这些对权力、合作、

身份、治理、认知等概念及相关实践都会产生影响。

三、
 

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经验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基于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和变化,也基于各行

为体间的互动,而外交实践是重要的经验来源,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经验

基础。学界需要对外交等国际实践进行总结凝练,将其从简单的实践转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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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3,
 

No.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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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践知识,再进一步通过理论研究使其升华为学理性知识,成为理论知识

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外交一直坚持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原则。在整体指导思想上,中国

外交在不同时期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一直以和平、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提

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

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创新。

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推进过程

中,内涵也日益丰富。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

平外交思想。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

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总体框架和核心要义,成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② 中国外交在具体推进过程

中也有很多突破,超出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范畴,也为中国国际关系

理论与外交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中国外交实践创新具体体现在

理念、机制、倡议、行动等几个主要方面。
 

中国外交基于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天下观和义利观,不断提出新思

想、新理念。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从具体问题领域、多边

层面、双边层面等多个维度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

认可,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和地区组织相关文件,如联合国安理会第2344号决

议、2017年“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

进一步切实措施”决议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安全决议等。同时,中国

提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出与

一些西方国家片面强调民主、自由的不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

值基础。③
 

面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旧理念旧做法的盛行,中国提出构建相

①

②

③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外交部党委:《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人民日报》,2020年8月18日,第9版。
许利平:《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19日,第9版。



40   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的继承与弘扬,也彰显了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不同。

中国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亲诚惠容发展同周

边国家间的关系,以真实亲诚发展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坚持正确义利

观。针对当前不同领域的各类全球性问题,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如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

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及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这些新理念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外交长期坚持和倡

导的理念、原则和实践标准,也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

思路。

为落实以上理念,中国外交在制度层面不断创新,努力创建新机构、新

机制,完善原有机制,取得初步成效。这些新制度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不

同领域,对当前的国际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尤其关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

现实与诉求,使国际体系更加包容,更加公正、合理,更加符合当前国际关系

发展变化的需要。为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

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中国倡议于2015年12月成立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① 中国作为倡议国和第一大股东,在亚投行筹建之

初就提出了有别于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理念与方式,坚持公开、透明、

包容和民主协商的作风,坚持简洁、廉洁、清洁的经营理念,尤其重视发展中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发展。②

金砖国家为更好地构建金融安全网,于2015年7月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中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行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动员资源,对现有的多边和区域金

融机构进行了补充。

在创建新机构的同时,中国还创立了一些新机制。为推进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中国于2018年11月创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国际采购、促

①

②

 

目前亚投行成员总数达到105个,法定股本1000亿美元。
刘丽娜:《由中国倡议、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5日正式成立。

亚投行的创建过程迅捷高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国际认可》,载《解放军报》,

201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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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投资、人文交流、开放合作搭建平台,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2021年

11月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

展回头率超过80%,意向成交金额707.2亿美元。① 西方一些国家经常借人

权问题攻击中国,2017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举办“南南

人权论坛”,来自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余位政府代表、专家学者,围

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南南人权发展的新机遇”进行了研讨,为推进南南

人权合作贡献力量,论坛发布《北京宣言》,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新思路。为

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中国

于2019年5月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会议发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
北京共识》,强调人类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既需要经济的力量、科技的力量,

也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呼吁加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沟

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和人民友谊,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社会、民意基础。② 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从

2017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各国共同推

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为增进各国政党间的相互信任、交流与合作,

2017年12月1日,中国召开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会议

达成广泛共识,通过《北京倡议》。2021年7月,该机制由“高层对话会”升级

为“领导人峰会”,峰会强调各政党要引领方向、加强合作、凝聚共识、促进发

展、完善治理,该机制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

台。③ 为更好地推动全球发展,中国举行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呼吁国际社

会更加重视发展问题,深化国际发展合作。

除了新机制外,中国不断提出新倡议。为使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中国于2013年提出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

①

②

③

侯树文、王春:《全球硬核科技竞相登场进博舞台———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

期而至》,2021年11月5日,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2021-11/05/c_1128032557.
htm。

 

新华网:《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全文)》,2019年5月24日,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24/c_1124539189.htm。
光明网:《在这次全球性政党峰会上,习近平阐述了哪些深刻命题?》,2021年7

月7日,来源:https://m.gmw.cn/baijia/2021-07/07/349774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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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成为中国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截至
 

2021年
 

10
 

月,已有141个国

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

续目标,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合作项目

和合作机制①,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多边对话

合作平台等,合作涉及铁路、港口、能源、金融、税收、环境、媒体、智库等不同

领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在不断搭建与联合国机构以及不同区域和国

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平台,如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对话会等。该倡议提出八

年多来,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民生改善

和包容发展以及促进团结抗疫和经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呼吁

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发展阶段,中国于2021年9月在

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

健康的全球发展,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② 近年来,全球

数据爆发性增长,数据安全风险与日俱增,攸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

权利,对全球数字治理构成新的挑战。为有效应对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挑

战,中国于2020年9月专门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共同构建和

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推动全球更好地进行数字治理。③ 为

更好地解决全球安全问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在坚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

构,呼吁各国摒弃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等过时观念,倡导以共赢思维应对复

①

②

③

外交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
 

2019—2020年度研究成果和建议报告》,来源:https://www.mfa.
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112/P020211222325477639910.pdf。

 

该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同时明确提出了

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

通等八大多边发展合作领域,参见外交部:《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的讲 话(全 文)》,2021年9月22日,来 源: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

674904/zyjh_674906/202109/t20210922_9585660.shtml。
王毅:《坚守多边主义

 

倡导公平正义
 

携手合作共赢》,2020年9月8日,来源: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009/t20200908_9870653.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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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织的安全挑战,为进一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思路。①

在实践层面,中国以自己的处事之道和行为方式来推进理念、倡议等的

实施。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基于其文化背景、历史经历等都具有自己的行为

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会影响其具体实践。这些实践是在有组织的社会性

环境中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的行动,不是一般的行为;实践是受背景知

识、社会经历等社会因素影响,通过长期学习或训练而产生的。② 整体而言,

中国外交实践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交理念及外交传统的影响,具有自

己的特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体现了整体与个体相结合

的理念,针对不同的问题领域,中国倡导构建专门领域的共同体使该理念落

地,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

球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

等。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推进双边与

多边合作,远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述的国际合作更加灵活,坚持平等、

开放、包容,通过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廉

洁丝绸之路”使相关合作成功落地。中国在实施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坚持义

利并举,不施加任何政治条件,在直接提供援助的同时,更强调授人以渔,提

升对方的发展能力。中国在倡导多边合作时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

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面对国际争端与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强调安

全的不可分割性,认为战争和制裁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反对动辄诉诸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动辄实施制裁,反对集团对抗,强调以平等协商、

对话来化解分歧。这些实践包含了很多国际关系中规范层面的内容,可以

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

四、
 

基于中国外交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路径

以上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为中国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基

①

②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载《人民日报》,2022年4月24
日,第6版。

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著,秦亚青、孙吉胜、魏玲等译:《国际实

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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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理论创新需要明确理论的内涵与一般的创新路径。一般而言,理论创

新的目标首先是基于各类现象,发现普遍规律,形成系统性的思想和知识。

理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世界,明确需要关注的重点及可以忽略的

方面。理论化过程可以表明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哪些因素之间会产生因

果关系。① 也有学者强调,理论化过程是把杂乱和无联系的事物通过逻辑性

关联,提出某些经验性命题而产生新的秩序和意义,并以此促进知识的增

长。② 此外,理论也具有应用价值,如对战争爆发原因的理论研究可以被用

来避免战争。在解释外交政策形成过程或具体外交政策时,人们经常需要

从理论层面进行思考,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更是如此。③ 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

本身的不断发展变化需要总结凝练,发现初步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之后再进行验证和复测。一方面,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赋予原来的理论以新

的内容,同时对缺失的内容进行相应补充,如创造一些新概念,或采纳新视

角,或利用一些新知识。因此,理论发展是对原有理论进行延续、关联和改

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更新一些概念,也要更新一些概念与其

他概念的相互关系。④ 在国际关系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一

些原有的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界定,并展开新的理论化研究和政策分析。

另一方面,除了对原有理论进行补充、更新之外,另一个可能就是建立一个

新的理论体系或进行范式的转变,提出新概念、新理论内核、新逻辑关联,有

时需基于全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理论创新的难度和价值就更

大。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化一般通过四种模式,既元理论性的理论化、

①

②

③

④

 

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433.
Hans

 

J.Morgenthau,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ory,”
 

in
 

Truth
 

and
 

Power:
  

Essays
 

of
 

a
 

Decade
 

1960—1970,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257.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6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

 

Stefano
 

Guzzini,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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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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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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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理论化、建构性的理论化和经验性的理论化。① 这些理论化模式

也可以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启示。围绕上文所述的当前国际关

系的整体发展变化和中国外交实践,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论思考与

创新。
 

1.
 

本体层面的理论反思

理论在本体层面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世界的本质,如何看待和理解自

己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例如,国际体系到底是物质性的还是观念性的? 国

家是理性行为体吗? 这些都属于本体层面的内容。就国际关系而言,人们

所持的本体论经常是理论探索的起点,会影响所建构理论的意象,影响人们

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解;而本体论会直接影响认识论,影响人们

的关注重点和关注视角,也会直接影响研究方法的选取。例如,国际关系后

结构主义理论主要持话语本体论,认为国际关系是由话语、文本所建构的,

话语和文本在其研究议程中自然居核心地位。国际社会理论首先将世界视

为一个社会,在具体理论中自然会首先关注其社会属性方面的内容,如规

则、规范、价值等。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很多概念的界定和理解都与本体层面

的理论凝练相关。

本体观念经常受文化理念的影响,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体主义,重视个

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基于个体本体,很多理论基于个体理性主义,认

为世界是由独立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会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个体本体的基础上,强调二元对立,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经常会体现自我和

他者、中心与边缘的区分甚至对立等,边界意识明显。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即使涉及整体,也是强调某个整体与整体外的差异。例如,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中也有诸多针对安全共同体、认知共同体等的论述,但是这种共同体理

念与中国所倡导的共同体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它同样强调边界性、同质性、

排他性,排斥差异性,即只有具有相同观念和认识的国家才是共同体中的成

员,其他国家则被排除在外。再如,在欧洲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尽管欧盟是

① Stefano
 

Guzzini,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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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但是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满足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接受欧盟

公共法等要求,体现出很高的同质性要求。而以这种个体本体为出发点的

理论构建显然已不能客观反映当前世界日益互联互通、相互依存的客观事

实,尤其是在各类全球性问题面前,面对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共同责任,自

我和他者、中心和边缘的区分暴露出诸多问题,也让全球治理举步维艰,世

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整体意识,显然这种个体本体观念亟待更新、

完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首先可以在本体层面进行反思。基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理念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本体

层面体现出整体本体、关联本体和和谐本体等特点。
 

第一是整体本体。中国文化强调世界的整体性,这一点与西方文化与

西方理论存在较大差异,也影响了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秩序观。中国文

化强调天下大同,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在审视个体时强调整体中的个

体,强调个体与整体的关联。中国所持的整体本体允许差异存在,允许多样

性存在。中国所持的世界观和秩序观等都首先体现了整体本体性,强调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秩序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这种认识与当今

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互联互通的现实更加吻合。中国外交实践是基于一种

整体的世界观。正是基于整体本体观点,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体现整体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当

前,国际安全领域的“小集团”“小圈子”的集团对抗正在加剧全球的安全挑

战,也更加凸显了中国所持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时代意

义,中国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也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客观需

求。① 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很多创新也体现了这一点,把一些零散的个体集合

成一个整体,再在整体框架下来推进具体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之间的“16+1”机制、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的中非合作论坛等都是

典型例子。在强调整体的同时,整体内个体间互动可以各不相同,视情况而

①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载《人民日报》,2022年4月24
日,要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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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重要的是首先建立和维护整体层面的秩序,相互尊重,建立合作氛围,

避免整体层面的失序和混乱。

第二是关联本体。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起点,也

是互动的结果。关系也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在中国人的

世界观中占有重要位置。① 对关系的研究近年来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尽管在不同语境和文化中对其具体理解不同。② 关系在本体层面反映了中

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在认识论层面体现了中国人理解事实的方式,在价值论

层面体现了中国人所重视的人性。③ 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性,在实践中需要把

重心首先放在个体间互动形成的关系上,而不是放在个体本身上,个体的施

动性也更多体现在维护彼此关系上。维护关系首先需要重视和谐、尊重他

人,避免随意性强迫、压制或制裁,努力建立相互受益的关系,努力维护和培

育关系。

这种关联本体突出过程的重要性。从中国对外交往过程中也可以看到

这一特点。很多时候国家间来往并不全部基于战略目的,而是保持互动关

系的持续,通过有意识互动来维护和发展关系,通过互动过程进一步产生新

的规范和理念,进而继续深化合作。例如,“一带一路”实践就很好地体现了

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推进过程中,各国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根据形

势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合作内容与合作模式,成为国际关系前进的动力。在

这个过程中,行为体的声誉至关重要,努力建立自己的声誉和信用是建立

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的基础,而行为体建立和利用关系往往不是为了政治

和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获得和扩大社会资源,建立更多的联系,为之后共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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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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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事奠定基础。人们在实践中必须努力维护关系,在看待彼此时,不仅

考虑个体本身,更要考虑其在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和作用。在本体层面,各

国在互动过程中由相互间的责任、信任以及互联性联系在一起,也会形成

过程性利益。中国外交在实践中也体现和强调这种关联本体,维护行为体

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中国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基础,尽管各种关系不尽相

同,但这也是国际关系不断变化发展的动力。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努力方

向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在实践中同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定位,如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等,不同的关系定

位影响关系内涵、亲疏关系等,也影响具体实践,如关系越近越容易促成

合作。①

第三是和谐本体。中国外交实践是基于世界的和谐本体,和谐既是目

标,也是手段,而非像西方理论所持的竞争本体。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受修

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思想的影响,认为世界是竞争性的,国家

作为主要行为体,利益不同、能力不同,都在努力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也正因如此,冲突与战争被认为是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对冲突和战争的

研究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焦点,很多其他主题被忽视,这与当前

的国际关系现实已经差距甚远。而中国外交一直体现一种和谐本体,这也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哲学基础。② 和谐本体强调最终的目标是建

立和平、和谐的关系以及和平、和谐的世界,无论是建立和谐世界还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谐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和方式,强调过程的和谐和

关系的和谐。群体和谐也是个体成员实现自我利益的最优条件。③ 这一点

体现在中国的很多外交实践中,如中国在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

时首先强调通过对话、协商建立相对和谐的关系,避免武力介入和粗暴

制裁。

①

②

③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前言第4页。

 

潘柳燕:《和谐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1年第1期,第25—32页。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前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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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层面的理论凝练

人们普遍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在转化过程中,需要从诸多的实践

中总结凝练出规律性内容和实践知识,这些实践知识可以进一步发展完善

成为科学知识,而知识的传播也需要经历一个社会化过程,最后转变为具有

普遍性意义的知识。例如,均势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各国相关行为的

总结,概括出各国行为的特点,并将其凝练成理论性语言,这些理论性语言

反过来又影响各国实践。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实践首先体现在各国如

何与其他国家互动,而各国提出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以及如何推进自己的外

交政策会体现出很多国别特色,这些国别特色是进行理论创新的经验基础。

实际上,当前的很多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西方实践和西方经验提出的,如民

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等,但最后经过全球性的学术传播而形

成了理论霸权和话语霸权,被赋予“普遍”意义,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

理解。
 

仔细观察和总结日益体现主动性和塑造性的中国外交实践可以看出,

中国对国际秩序、利益、权力、大国关系、国际合作、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主

要概念和议题的认识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差异,

而这些差异,无论是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可以为中国进行国际关系

理论创新提供启示。例如,“一带一路”的实践显示,其合作更强调双边与多

边合作的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灵活性,超越了西方理论视域下

简单的制度合作和同质性合作,也与西方合作理论所划分的绝对收益和相

对收益不同,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和更新国际合作理论。① 再如,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是中国的全球治理实

践也与西方大国的治理模式不同,后者更多是在进行排他性治理,从治标入

手,针对问题本身,而忽视问题本源。相比而言,中国认为全球治理应标本

兼治,更重视过程治理、关联治理、发展治理、综合治理。② 就发展治理而言,

①

②

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载《国际问题研

究》,2020年第3期,第1—20页。

 

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载《中国社

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第120—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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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很多全球性问题实际都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很多治理问题需要从

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这也是中国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一直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一个原因。针对国家间关

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常提及的是联盟、同盟,其共性都是预设一个假想

敌,这样做的后果是会使各方不断陷入安全困境,彼此强化不安全感,陷入

对抗、冲突的死循环,2022年的俄乌冲突清晰地再现了这一点。中国在发展

国家间关系时强调结伴而不结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设假想敌,更突出

合作的一面。中国在践行多边主义时更强调平等协商性。如何总结凝练以

上中国外交实践,进行理论升华,并使其普遍化,融入现有的理论体系或是

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是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升中国

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3.
 

规范层面的理论拓展

规范是一种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也包括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

方面的内容。国际关系规范层面的内容对规范各国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经

常具体化为一种行为标准。例如,一些国家始终把自身模式或制度视为唯

一标尺,强调价值一元化,否定其他文明和文化,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经常出

现意识形态歧视和以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为由的干涉行为等。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包含很多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影响中国对世

界的观察和感知,影响中国外交实践。中国外交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很多

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规范标准,使中国外交体现出很多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的规范。当前,学界认为欧洲是一个“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

而“中国特色”也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规范性力量”,塑造在国际关系生活

中什么是“正常”的标准。① 对规范层面的内容进行理念凝练和创新也是中

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规范层面的拓展可以从中国外交理念和外交传统入手。中国

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外交层面以此

① Emilian
 

Kavalski,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nd
 

Normative
 

Power
 

China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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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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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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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1,
  

No.6,
  

2017,
  

pp.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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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引导实践。中国外交一直强调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坚持发

展是第一要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些理念也深受中国传统理念影响,

在衡量义利时坚持正确义利观,在实践中既强调国家利益也强调国际道义,

强调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与此相似,新型国际关系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中国主张各国应在充分考虑彼此利益

的基础上充分协商,共同确定行动方案,互相提供支持和帮助,协同应对各

类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应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治理

权力,应当根据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国情的不同,共同而有差别地分配责

任,反对任何国家和组织利用权力谋求私利。

另一方面,规范层面的拓展可以从学理入手,引导国际关系的具体研

究。以不同的规范性力量为研究内核,可能会引发不同的研究议程和不同

的研究结果,书写出不同的国际关系故事。有学者通过对比“规范力中国”

(normative
 

power
 

China)和“规范力欧洲”(normative
 

power
 

Europe)指出,

中国和欧洲在规范层面完全不同,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不同的图景:“规范力

欧洲”主要是基于规则和既成协定,是欧洲对内与对外互动的基础。① 欧盟

的一体化过程也充分显示出这一点,通过规则和协定改变欧洲国家的行为

和标准。相比而言,“规范力中国”主要基于关系以及相关实践,而关系对国

际关系的影响远远超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关系的理解,基于关系的国际

关系实践首先强调互惠性和战略相互接受,重视社会关系,把社会关系作为

目标,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也正因如此,在互动中维护一个良好的

互动环境和长期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这也是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的相互

责任,这样才可以建构一个“共同行事”的社会语境。② 因此,行为体间进行

有益的互动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为未来互动增加更多可能性,

进一步塑造生产性关系。由此可见,如果对比中国和欧洲,欧洲可以被视为

是规则规范,中国可以被视为关系规范。中国外交实践也体现出这些特点,

尤其是互惠性,而这种互惠性并不是预先给定或是通过规则、权力等外力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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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而是在互动中通过彼此对互动关系的理解和彼此记忆积淀而成。互

动过程对具体关系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互动的目标是使关系和谐,形成一个

实践共同体,由互惠责任、相互保证和互联性联系在一起,不仅强化“我们

感”,更重要的是塑造“共同做事”意识,而不是通过互动来改变对方,使其达

到某种标准。例如,“一带一路”建设实践表明,尽管都是在“一带一路”合作

框架下,但中国与各国的具体合作则不尽相同。关系规范也影响对世界整

体秩序的认知和行为,无论是和谐世界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主张和谐共

存,而不是如西方欧洲一体化或是民主和平论那样建立一个统一、同质的秩

序。中国更主张多元、多样,每一个行为体都可以是一个关系的中心,形成

一个互动关系网络。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因此尊重彼此的独立性,尊重彼

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把自己的制度和模式强加于他国,也不输出模式,而

是坚持各国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从以上这些方面来重新审视

国际关系,不同于规则规范的关系规范就可以重构另一个国际关系叙事,使

国际关系叙事不仅仅再局限于主体与客体、自我和他者等的二元对立,而是

更加关注国际互动中的流动性、相互性和易动性,从本体论、认知论层面来

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为国际关系领域生产出新的知识。
 

五、
 

结语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受多种因素影响,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

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不断为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动力,是国际关系

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来源。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大都是基于西

方理念、西方经验、西方逻辑、西方话语和西方叙事发展出来的,但是很多被

普遍化为一种“世界知识”在全球传播。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无论是国际秩序转型还是国际体系变革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

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变化,中国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变量。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创新,积极性、自主性和塑造性日益增强,这些创

新性的外交实践成果需要进一步总结、凝练和理论升华。当前国际关系理

论发展的现状、国际关系本身的演进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不断推进为中

国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时代问题和时代机遇。未来,在加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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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理论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理念借鉴的同时,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创新可以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等

方面继续努力,更好把中国实践凝练为中国理论,将其融入世界知识理论体

系中,或是建立另一种新的理论叙事。这不仅可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外交理念、政策和实践,也可以更好地解释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为世界

知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贡献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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